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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社会科学文献索引(SSCI)数据库中可检索的338篇文献(1992-2012),以媒介研究视角,

对世界各国学者围绕欧美等国转基因争议中媒体报道因素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传播学考察,并对这

些研究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分析,指出媒体在科学争议问题上的重要性。恰当的媒体操作,是中国转基因争

议走出当前分裂困境的重要前提。媒体在科学争议问题上,应追求更广阔的多样性和更深层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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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科学争议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以往局限于科学界内部的争论,如冷核聚变、维
生素C可能致癌等争议性研究,已开始随着大众媒体的介入而变成公众事件[1]。连绵不断的争议,
使得“风险”一词超越经济学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也为传播学等学科理论框架的发展添

加了丰富的素材。
康乃尔大学已故学者DorothyNelkin指出,科学争议的集中爆发,与科学发展造成的对社会、

道德和宗教的不断增加的影响、环境价值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张力、公众对新兴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

和健康的伤害、西方社会对科学家和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publicinstitutions)的信任度下降密

切相关[2]。在所有科学争议事件中,持续了约20年的转基因争议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研究风险传播

和科学传播的范例。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测算,2013年,全球27个国家转

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752亿公顷,与1996年开始商业化时的170万公顷相比,全球转基因作

物种植面积增加了100倍以上,有1800万农民种植了转基因作物[3]。
长期以来,主流科学界与各国监管部门基于大量科学证据,认为目前经过商业化审批的转基因

品种对人体健康与环境造成的风险并不比传统作物更大,但仍有相当部分公众对转基因持质疑态

度。围绕转基因的争论从未消歇,并因个别事件不断升温[4]。如2012年9月19日,法国卡昂大学

教授塞拉利尼(Gilles-EricSeralini)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FoodandChemicalToxicolo-
gy)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的研究[5],引发了媒体广泛报道,造成

了公众的担忧[6]。2013年11月底,《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经过一年调研后,以该文的研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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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其结果为由,宣布对其撤稿[7]。塞拉利尼的论文在中国被一再提及,最近一次是出现在2014
年3月1日原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布的赴美调查转基因纪录片中[8]。纪录片引用了多条已被科学

界证实为谣言及相关性与因果无法关联的证据。此前相关媒体记者从新闻调查的方法上质疑了崔

永元的调查,纪录片发布后,更多的科普组织和个人批评了该片的调查方法、统计、生物学、逻辑等

方面的问题[9]。但新浪微博中纪录片发布的信息仍然获得了大量喝彩,宣布纪录片视频发布的首

条新浪微博收到19000余人次“点赞”,所有①175条评论中(数据截止到2014年3月4日17点),

90%以上支持崔永元,进而质疑转基因。
考察历次转基因事件的传播形态,不得不注意到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中所起的作用。大多数时

候,媒体挟民意占领道德高地,以批判眼光看待技术手段、研发科学家及监管部门,加剧了大众对转

基因问题的厌恶和恐慌。过去近20年来,欧美各国学者及中国部分研究者对造成转基因争端的政

治因素、传播形态、社会心理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问题意识梳理这些研究,会发现如今困扰中国科学

传播工作者的大部分问题,尤其是媒介影响的问题,都在此前的研究中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解释。回

溯这些研究,并深入探讨其在中国语境下可能的意义和局限性,对于理解中国的转基因争端、讨论

媒介的科学素养对解决科学争议问题的重要性,无疑将颇有裨益。迄今为止,国内外暂未发现有研

究者从媒介影响角度切入以系统梳理转基因问题的传播研究。
为此,我们主要根据汤森路透公司社会科学文献索引(SSCI)数据库中能够检索到的338篇文

献,从媒介研究视角对各国转基因争议中媒体报道因素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需要说

明的是,这些文献从1992年到2012年,跨越了约20年时间,涉及到传播学、科技哲学、社会心理

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除两篇文献分别发表于1992年和1993年,其他则集中在

1996年转基因产业化之后。
本文第一、二部分集中介绍欧美等国转基因争端的差异,分析这种差异与转基因媒体报道之间

的关系;第三部分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涵化理论等经典传播学理论对转基因争议中媒体报道因素

影响进行评析;第四部分检讨这些研究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给出相关建议。
由于基于SSCI数据库,本文所评述的所有研究文献绝大多数为英文,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会

影响到本文结论对中国情况的适用性。为此,文中结合了中国现有的两种重要文献索引数据库“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与“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CSCD)的检索,对所评述文献与中国的

相关性进行简单总结,并在文章的结论部分结合国情进行探讨。

一、欧美等国家转基因争议的不同呈现

转基因争端的集中爆发始于1990年代中期,此时正值转基因作物开始大面积商业化应用。转

基因争端的发生伴随着西方社会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尽管在1970年代生物技术已成为大众媒体

辩论的议题,但直到1996年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才得到批准,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才在相当程

度上尖锐起来。不过,在大西洋两岸,围绕转基因的争议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本文所

称转基因争议,主要表现为公众对转基因议题的关心程度和接受度两个指标,二者均可依靠民调等

手段进行测量。一般来说,民众对转基因议题关心程度越低,该国的转基因争议表现越小;民众接

受度越低,该国对转基因的争议越大。

1990年代早期,正如美国和加拿大一样,欧洲各国政治家对转基因采取了一致的支持态度,但
大西洋两岸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其实并不一致。199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一半欧洲公众将转

① 对崔永元赴美调查和纪录片的相关批评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晓璐发表于2013年45期《财经天下周刊》上的《美国转基

因真相》,2014年3月4日“fengfeixue0219”发表于果壳网的《崔永元转基因纪录片中的科学错误》,网址为http://www.guokr.com/ar-
ticle/438078/,以及“克韩”发表于知乎网知乎日报的《小崔考察转基因哪里出了问题?》,网址为http://daily.zhihu.com/story/3409569?

utm_campaign=in_app_share&utm_medium=Android等。



基因列为对健康具有严重风险,而同年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对转基因风险做出同样级别的判

断[9]。1996年,来自美国的第一批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迅速在欧洲各大城市引发抗议浪潮,让政府

和科学家措手不及[10]。
大西洋两岸民众对待转基因的不同态度,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欧洲,历次民调结果都显示公众

反对转基因者占据多数,目前总体上仍保持拒斥转基因的态度。2010年的欧盟官方例行民意调查

Eurobarometer仍然显示,61%的欧洲人不赞同鼓励发展转基因食品,59%的人不同意转基因食品

无害健康[11]。而在美国,大多数情况下转基因议题未成为主要的社会议题,公众或者支持,或者根

本不在乎转基因[12]。
导致大西洋两岸公众转基因接受度的差异,首先反映在两地政府对转基因的管理上,美国相对

宽松,欧洲相对严格。比如,欧洲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采取了严格的强制性标示制度。一般来说,强
制标示制度被视为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对转基因越趋向于严格标示的国家,民众关注越多,关
于转基因的争议度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民众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他们相信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FDA)做出的判断。而FDA认为,没有科学证据显示转基因产品在营养、安全、存储等

各个方面与常规食品不同,因此规定不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进行强制标示。
但近年来,转基因是否标示的问题逐渐在美国引发更高的关注,已经有20个州议会在讨论有

关标示转基因的法律提案。议会反映的是选民对此议题的关注,全国性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

赞同标示转基因[13]。不过,在美国,有关推动强制标示提案的公投近年却连遭挫折。2012年和

2013年,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两个大州相继否决了强制标示转基因食品的动议[14]。加州提案的推

动者声称,全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标示,公投失败是因为生物技术和

其他食品工业花费了大量金钱“收买”了舆论。而实际上,赞成标示方和反对标示方都投入了大量

的金钱投放广告以影响媒体,在2012年的加州公投中,赞成标示的有机食品生产者一方赞助费为

近1000万美元,代表反对标示方的生物技术和其他食品工业投入了4000万美元。两州的公投结

果说明有关转基因的角力十分复杂,也表明美国民众尽管对转基因问题已有所关注,但并没有欧洲

民众表现得如此强烈。
有关转基因的社会角力,并非是在有组织的科学家、有推广意愿的政府部门与看似乌合之众的

公民志愿者之间进行。反对转基因的社会力量获得了多种流派的思想资源,而在现实社会中,反对

转基因的组织成分非常复杂,包括反对全球化运动者、环境主义者、公民社会组织、有机食品种植者

和零售商等[15]。这些力量有着相当一致的传播策略,那就是抵制政府和科学家将转基因问题当作

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理,他们更多地是在一个风险性、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非伦理的框架下来描述转

基因问题的[16]。
争议框架的构建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力量完成。大部分欧洲媒体在报道转基因时,支持和放大

了这种框架。而与之相对照,美国媒体报道转基因问题时尽管不乏负面声音,但总是将转基因议题

放到科学与经济视角中进行探讨,导致的结果也是欧洲和美国大部分公众在对待转基因态度上的

不同。在转基因争端中,舆论真的能“购买”吗? 媒体是如何从内容文本、自身属性及受众态度来设

置议题框架的? 如何影响了公众? 这正是我们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要进行深入探讨的。

二、欧美等国家媒体转基因报道的差异

在欧洲,检索到的所有论文都表明,绝大多数媒体对转基因呈敌视或质疑态度。例如,2003
年,英国的布莱尔政府为了让公众接受转基因,发起了名为“转基因国家?”的全国性大讨论[17],但
相关研究发现,媒体的负面报道让这次讨论倾向于排斥转基因,走向了初衷的反面。

Cook,Robbins和Pieri[18]发现,在辩论中,科学家和政府部门试图以科技话语表述自己的立

场,而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则拒绝这种阐述,他们认为政府、公司和科学家是在推动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报道这场大辩论时,媒体不断将其描述成一场战争。同期正值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这些描述让

人们倾向于把引进转基因与英美不正义入侵伊拉克联系在一起。在另一项研究中,Augoustinos,

Crabb和Shepherd[19]应用语义学手段,对英国媒体在2003年全国围绕转基因辩论之后的2004年

转基因报道进行分析,发现与Cook等人的研究一样,媒体报道的关键词充满了战争、战场、侵占等

词语,这可能给人们强烈的抵制转基因的心理暗示。

Marks,Kalaitzandonakes,Allison和Zakharova[20]应用媒体框架(framing)方法,比较了英美媒

体在转基因报道时采用的框架。他们发现,英国媒体报道转基因时,更加看重应用环境风险框架,
很少从成本收益角度进行报道。同一组研究者[21]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媒体在报道医学生物技术

时倾向于正面态度,而在报道农业生物技术时多采用负面态度。
不仅英国如此,在比利时[22]、匈牙利[23]、立陶宛[24],媒体也在转基因报道上呈负面态度,质疑

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采取了支持医学生物技术而质疑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当然,欧洲各媒体

也不乏在总体上有支持转基因的,如英国的《泰晤士报》,但前述的Cook,Robbins和Pieri[25]的研究

表明,在涉及转基因报道时,由于批评转基因的报道和言论通常对政府和科学家呈现出强烈的不信

任感,质疑其个人利益,导致以讲科学道理为主的正面报道在舆论上难以占到上风。
在政府大力支持转基因的美国,媒体报道情况又如何呢?
正如 Marks等人的研究所指出,美国媒体报道转基因时采取了与欧洲迥然不同的框架。List-

erman[26]比较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媒体,发现美国精英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科学与经济框架处

于支配地位,德国媒体具有很强的伦理话语感,而英国媒体则将转基因议题紧密联系到公共议题

中。由于转基因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赞同,美国媒体的科学与经济框架就

更加容易得出支持转基因的结论。
康乃尔大学的Nisbet(现为美洲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和Lewenstein以文本分析方法,梳理了

《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30年来对生物技术的报道(包括医药生物技术和农业生物技术),发现媒

体对生物技术的报道在数量上非常少,但在态度上则呈现出压倒性态势的正面报道,媒体对生物技

术的报道数量与重大科学发现等新闻性事件高度相关,在事件发生后则报道量迅速下降[27]。
当然,阅读《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的读者毕竟属于少数精英群体。在互联网新闻全面兴起

前,普通大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还是电视。美国电视节目中转基因问题是如何报道的呢?

Nucci和Kubey[28]的研究发现,美国主要电视频道的晚间新闻对转基因的报道数量稀少,总体上呈

正面态度,给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政府部门赋予了解释转基因问题的极强权威。与欧

洲和美国的纸媒一样,电视对转基因的报道随热点波动,而这些热点很多涉及到对转基因的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晚间电视新闻往往赋予FDA或美国农业部等部门一锤定音的权威性,而FDA或美

国农业部对发展转基因极为支持。
上述两项研究均表明,媒体对生物技术的报道数量稀少。这种情况或许与美国民意调查中发

现的公众对转基因的知晓度非常低相关。例如调查显示,43%的美国受访者不知道转基因或对其

知之甚少[29],2006年的Pew公众转基因认知调查也显示,有58%的公众不知道超市中出售转基因

食品的消息[30]。这导致了一个看似充满悖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美国居于全球第一位的转基因

商业化规模;一方面是美国民众对转基因问题基本不在乎、知之甚少。不过,正如上述研究所指出,
媒体在报道争端过程中赋予FDA或美国农业部的权威地位,也许能够有助于理解美国人何以长期

大量食用转基因食品。
除媒体报道框架、文本分析外,Steiner和Bird[31]从媒体从业人员角度出发,对美国记者报道转

基因问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美国记者普遍不认为转基因是一个重要议题,受访者都认

为转基因有潜在风险,但却都会以相对的眼光来衡量收益风险比,认为相较于大量应用农药和产量

不足等问题,转基因的收益风险比更高。这一研究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尽管记者们普遍抱怨科



学家难以打交道,但都认为,自己获得了需要从科学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主要消息来源是大学和州

一级的食品安全机构,而不是联邦政府。这实际上与Lewenstein揭示美国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的经

典研究一致,即尽管有表面上的抱怨,但总体上美国科学家和科学记者在与对方的交流中,均有很

大收获[32]。
美国的媒体报道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很少有基于民意调查的研究。目前仅见的一项美国转基因

报道媒体效果影响的研究基于实验手段,康乃尔大学的Besley和Shanahan[33]发现,受试者对电视

新闻、科学电视节目和娱乐性新闻的关注度都与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支持显著相关。

三、媒体报道对转基因争议影响的传播学解释

综合上述研究媒体转基因报道的文献发现,在总体上,科学传播、风险传播的研究者们运用大

量实证数据,说明各国民众对转基因的排斥态度与媒体报道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媒体报道的确

是转基因争议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如何解释欧美等媒体转基因报道的这种影响呢? 传播

学提供了多种理论解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和“涵化理论”。

1986年,德国学者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在整合不同方法和理论之后,风险传播开始进

入系统研究。其中,克拉克大学决策研究院的学者们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简称SARF)框架

较为突出,该框架视媒体为主要的风险放大站之一。Frewer,Miles和 Marsh[34]发现,欧洲媒体倾

向于放大转基因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增加了公众的风险感。这一研究基于社会风险放大理论

(socialamplificationofrisk),该理论认为风险事件发生后,人们的风险感通过各种中介层层放大,
媒体是其中最重要的风险放大站。Frewer,Miles和 Marsh等人进行的常规民众风险意识调查,恰
恰与媒体集中报道转基因事件的阶段前后吻合。他们发现,在媒体集中报道转基因事件后,人们对

转基因的风险意识显著提高。在另外一项研究中,Frewer,Scholderer和Bredahl[35]断定,媒体的报

道对于人们对转基因的信任具有调节作用,负面报道越多,信任越少。
另一方面,英国科学传播学者 MartinBauer[36]从涵化理论(Cultivationtheory)角度研究了转

基因报道的媒体效果。涵化理论认为媒体对受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媒体报道中的错误信息(如
远高于现实的犯罪率)会让受众当成真实的情况。Gutteling等人[37]对欧洲12个国家的媒体24年

间(1973-1996)对生物技术的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媒体压倒性地支持医药生物技术,但对生物技术

的农业应用则持负面态度。在Bauer的研究中,分析了Eurobarometer民意调查中公众对医药生

物技术和农业生物技术的不同态度,发现民众多数赞同医药生物技术而反对农业生物技术,这与媒

体报道对两种技术的态度差距在统计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必须指出,这种相关性实际上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在“风险的社会放大”(简称SARF)

框架中,除了媒体外,放大站至少还包括技术评估专家、风险管理机构、社会团体中的舆论领袖、同
辈和参考群体组成的个人网络等。而且现有研究实际上无法解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即
究竟是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决定了媒体报道的立场,还是媒体立场决定性地影响了公众立场。

现有研究的另一个缺陷是受传统框架研究方法的影响,将媒体文章过于简单地归为几种类型,
而实际上媒体对转基因的表现形态可能更为复杂。此外,现有研究严重缺乏欧美以外国家的情况。
本研究并没有穷尽对欧美国家转基因报道的媒体研究,而通过现有的多种数据库,均难以检索到足

够的与发展中国家情况相关的研究。
除了传统媒体(含传统媒体的网络版)外,基于移动互联网、SNS技术的新媒体已成为转基因

报道传播的重要渠道。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数量极少。Triunfol和 Hines[38]研究了一个电子论坛上

有关转基因的传播实例。他们发现,尽管电子论坛组织者需要主动发布问题以激发讨论,而且只有

36%的问题得到了讨论,但电子论坛仍然能成为人们交流转基因信息和观点的有效平台。该研究

的局限是明显的:参与论坛的讨论者皆为科学家或食品、环境领域的专家,显然不能充分代表公众。



McInerney和Bird[39]运用常用的网站质量评估工具发现,在100个与转基因相关的专业网站

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质量超过普通标准。他们认为,人们主要用转基因专业网站来完整追踪转基因

事件,如果这些专业网站质量不高,无法提供受众希望的功能和信息,加之人们对转基因本身非常

陌生,他们就根本不会用专业网站来搜索转基因。与 McInerney和Bird的研究一致的是,前述的

Wang和 Waters[40]发现美国和德国农业协会的网站只发布常规的农业科普知识以及不具有互动

功能的结论,也表明新媒体在转基因传播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兴起对人们的传播行为形成了重大影响。但迄今为止,国际文献中还未见

研究转基因议题如何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报道。在国内,范敬群、贾鹤鹏等[41]研究了新浪微博中人

们对转基因黄金大米在中国违规进行营养学实验的反应,发现尽管在理论上微博允许人们进行直

接的相互交流,但实际上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往往围绕自己认可的舆论中心自说自话,很少进行

辩论。在人们对转基因表述态度的留言中,经常表现出对政府和社会管理的不满。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新媒体时代,部分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对转基因这样的科学争议问题似乎

不再适用,比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就表现出明显的倒置①。该理论认为,舆论的形成是媒体的大众

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气候”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媒体习惯报道政府、科学

家、专业人士的专业意见,由于公开传播,这些意见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从而对认知心理造

成环境压力,最后导致人际传播过程中舆论一律:媒体报道的意见更见优势,民众的劣势意见则呈

现出螺旋式扩展而陷入沉默。由于新媒体明显的去中心化特质,在转基因等科学争议问题的新媒

体舆论场中,民意不再是趋于沉默的多数,而是摇身一变为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优势意见”,政府、
科学家、科普人士的专业意见不再受宠,受到指责和排斥而趋于沉默,两者的螺旋扩展过程导致转

基因妖魔化的汹涌民意。这种“沉默螺旋”的倒置,使得那些原来表达受限的人们,在新媒体时代获

得了足够的表达空间,尽管此前他们曾无比真诚地呼吁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表达权,现在却开始习惯

于压制意见相左者的表达权。如此吊诡的现象,是研究新媒体者必须注意的。

四、研究结论

本文系统考察了1992-2012年间转基因争议中媒体报道因素影响的大部分研究。前两部分

的梳理始终希望基于一个具体的问题,为何在有些地方(如美国、加拿大)转基因没有成为显著的公

众争议话题,而在有些地方(如欧洲)转基因会成为持续性争议话题。这些研究揭示了欧洲之所以

成为转基因争议的持续发源地,与媒体对转基因潜在风险的集中报道分不开。欧洲媒体对转基因

的负面报道以及所使用的质疑性框架,这一点与美国媒体淡化转基因报道、相信政府权威和倾向于

用现实利弊解释转基因的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遗憾的是,有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相

关研究成果严重缺乏,这让我们在扩大研究结论的可应用性上必须谨慎。
本文第三部分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涵化理论出发,对媒体报道影响转基因争议形成的原因

进行传播学考察,必然会延伸到新媒体环境中,此时部分经典理论对科学争议问题的传播不再适

用,急需新的突破。
必须指出,不能因为强调媒体报道在转基因争议形成中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转基因问题的复杂

性。事实上,转基因争议早已超越科学范畴,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哈佛大学

教授SheilaJasanoff发展了福柯有关身体政治和生命权力(Biopower)的论述,从哲学和政治层面

上思考转基因争议问题,在她看来,欧洲公众最初对转基因的普遍抗议,也包含着对美国称霸世界

的反感[42],“诸多因素已经围绕着转基因问题而固化”[43]。在中国的转基因争端中,反智的泛滥、民

① 有关科学争议问题的“沉默螺旋”倒置现象的思考,受《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21卷第2期龙小农的《I-crowd时代“沉默

的螺旋”倒置的成因及影响》启发。



众对传统农业的眷恋及其背后更为隐蔽的社会文化心理,与中国传统直观外推思维方式有关。当

前转基因的争端,实际上是构造自然观与中国特有的有机自然观之间的冲突。在争端中,可以清晰

窥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只有从更广阔的视角,综合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

传播学等方法对转基因争议进行综合考察,才会有助于理解和缓解当前日趋尖锐的科学争议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对上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进行阐释,也未能区分媒体报道

因素与上述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现有的评析也未能就风险传播等理论框架展开进一步论述,
从传播者、受众、通道、内容等维度对相关性的强弱进行系统考察还很不够,尤其是未能深入分析受

众认知的心理对相关性的影响。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本文评述的大量研究根据问卷调查而得,这在考察人们对转基因这一争议问题上的态度方面

具有很大局限性。在欧洲,由于人们对转基因问题的高度分歧,可能只有那些持较极端观点的人愿

意接受问卷调查,导致结论的不准确性。Townsend和Campbell[44]采用心理实验的方法,发现一

半以上参与实验的消费者在面对性价比绝对优势的情景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即便他们知道其

中有风险。而在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先问是否愿意接受转基因,大多数人会选择“否”;但如果

问是否愿意接受农业生物技术,大多数人会选择“是”;而对于选择不接受转基因的受访者,如果向

其介绍了科学家及FDA的结论后,则大部分人会改变观点[45]。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我们仍然认为,作为国内外第一次围绕着转基因争议形成的媒体报道因素

对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工作,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如何应对转基因等科学争议问题具有很大的

借鉴价值。
我们注意到,国内媒体在转基因问题上态度的复杂性和分裂性,其中,有着官办身份的党报系

统、充分市场化的都市报媒体系统、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新媒体系统,分别构建了不同的舆论场。Du
和Rachul[46]观察中国的两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10年来对转基因的报道,发现:

48.1%的文章持支持态度,以报道科技进展和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为主;另外51.9%持中立立场,换
言之,即没有典型负面报道。显然,这一研究没有考虑中国媒体的丰富性和传播力的复杂性,比如

在对市民影响巨大的都市报中,大量相关报道对转基因呈质疑态度。事实上,钟福宁等人的研究也

表明,中国媒体对转基因的关注和负面报道自1990年代末期开始就呈上升势头[47]。从21世纪初

开始,中国的转基因争端从“内部”迅速变为“大众”,正好伴随着媒体技术和形态的革命性变化,门
户新闻网站、论坛、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先后出现,媒体管控失效、民众表达权的扩张。转基因争端

近年来表现更为激烈,与媒体属性的变化有着相当的关系。
通过上述从文本、机构和受众不同维度对国内外转基因争议进行的系统媒介研究,尤其要强调

媒体恰当的操作对中国转基因争议走出当前严重分裂困境的重要性。媒体在科学争议问题上,的
确有一个需要提高科学素养的过程。在处理科学争议时,应该谨慎地寻求更可靠的信息源,完整地

表现事件的逻辑过程,追求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而不是单纯采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

义的立场,一味在冲突框架中进行道德审判和制造恐慌,那不但会导致广泛对话的努力成为泡影,
而且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另外,新兴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民众表达权力的扩张,对于中国的转基

因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争议,在转基因问题上回避面对公众的质

询,透明性严重不足,进而削弱了政府信息来源的可信度,拉低民意对转基因的支持。尽管近年来

相关部门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相关的信息公开和科普有所加强,但仍然很不够。
最后,正如Schafer[48]所指出,国际主要科学论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章中,研究欧美以外媒体如

何报道转基因问题的论文数量很少。由于主要基于欧美数据,上述结论对中国情况的说明存在局

限。但我国的科学传播中,“公共议题仍由大众传媒和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主导”[49],因此研究国

内传媒如何报道转基因等科学问题也有相当意义。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恰恰是我们深化研究的

机遇。系统研究社会因素、媒体报道以及知识因素对转基因争端的影响,采用访谈、问卷、内容分



析、心理学实验等多种实证手段对上述选题进行系统研究,不但能丰富我们对中国相关情况的理

解,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关依据,也能深化国际学术界对转基因传播这一热点研究领域的认识。转基

因议题蕴藏万象,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争议话题,对它的研究无疑将成为观察科学传播、
体制变迁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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